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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中的无政府主义




杰夫·尚茨










无政府主义学者大卫·格雷伯在他的著作《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片段》的第一部分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学术界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么少？”对格雷伯来说，鉴于无政府主义理论的真正爆发和学院外对无政府主义的激烈辩论，尤其是在最近出现的众多社会运动中，这就成了一个紧迫的问题。尽管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和实践蓬勃发展，但大卫·格雷伯困惑于这种无政府主义的繁荣并没有在学术界得到反映。格雷伯似乎渴望马克思主义者在新左派学生中兴起马克思主义理论后进入学院所取得的那种成功。正如他在将无政府主义者的成功与马克思主义者的成功进行比较时失望地指出的那样：“在美国，有成千上万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很少有学者愿意公开称自己为无政府主义者。”(2004:2)。在他看来，这应该引起无政府主义者的关注。




然而，格雷伯的担心似乎是毫无根据的。从1999年西雅图会议开始，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学术领域中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人数大幅增加。的确，可以肯定地说，在过去的十年里，无政府主义者在学术界的大厅里开辟了空间，这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不一样。对于那些正在攻读研究生和已经成为教职员工的人来说，这一点尤其如此。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已经在著名的，甚至是所谓的精英大学中担任职务，包括加拿大女王大学的理查德·戴，英国拉夫堡大学的露丝·金纳，以及一度在耶鲁大学(现在伦敦)的大卫·格雷伯。事实上，拉夫堡大学的政治系已经积极招募研究生参加一个专门研究无政府主义的项目。无政府主义在学术界的兴盛也反映在专业学术活动的其他关键标志上。这些包括：专注于无政府主义理论和实践各个方面的学术文章；大多数主要学术出版社出版了大量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书籍；越来越多的课程以某种方式涉及无政府主义或将无政府主义纳入课程内容。或许足够讽刺的是，也出现了专业认可的无政府主义研究人员协会和网络，比如英国政治科学协会的无政府主义研究网络。突然间，成为一名无政府主义学者几乎成了时髦。




有一段时间，实际上是不久以前，这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是一种奇怪的处境。无政府主义者一度对学院抱有相当健康的怀疑，认为它是一个精英机构，完全与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结构的再生产和延伸联系在一起。然而，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对他们在学术界新获得的认可日益高涨的热情，以及这给越来越多的无政府主义者考虑学术项目的鼓励，并没有与对无政府主义者转向学术界的局限性的批判性反思相匹配。这篇文章提供了这种反思的开端，并提出了一些警告。




我要澄清的是，我绝不是在批评个别无政府主义者选择从事学术工作。我当然不是建议无政府主义者离开学校或离开学院，就像前几代社会主义者抛弃大学从事工业工作那样。当然，无政府主义思想发展和繁荣的地方越多越好。新保守主义学者在改变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取得的进步，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提供了智力资本，同时使工人阶级学生更难以接受高等教育，这表明当我们在任何领域放弃或失败时会发生什么。




同时，将无政府主义学术活动与其他类型的无政府主义活动联系起来，也很重要。如果无政府主义者要在学术界有效地发动斗争，甚至更重要的是，如果学术无政府主义要对学术界以外的斗争有所贡献，那么我们就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明确的讨论，这种讨论不应倾向于不加批判的庆祝，也不应倾向于嫉妒地渴望一些我们完全可以不需要的东西。我是作为一个蓝领出身的人写这篇文章的，我是我家庭中第一个上大学的人，我在学校里花的时间可能也太多了，所以我从多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










学术无政府主义？




大卫·格雷伯将他最近的作品《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的片段》描述为“一系列思想、潜在理论的草图和微小的宣言——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让人们一瞥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激进理论的轮廓，尽管它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存在”(2004:1)。格雷伯所关注的不存在的理论，主要是学术人类学中的无政府主义潮流。我这么说主要是因为格雷伯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为什么没有无政府主义社会学、无政府主义经济学、无政府文学理论或无政府主义政治学。在提出这些问题时，格雷伯没有承认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学科”的无政府主义版本确实存在，这暴露了他真正关心的问题的根源。这就是在这些领域存在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学术或专业版本，以及在既定的学科和机构内接受无政府主义理论。




事实上，在问这个问题时，“为什么没有无政府主义社会学？”格雷伯完全忽略了科林·沃德、保罗·古德曼和约翰·格里芬等人的重要社会学著作。人们可以在确定无政府主义经济学的重要贡献者时提出同样的观点，比如汤姆·韦策尔和拉里·甘博内。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家，虽然在当代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发展中极其重要，在无政府主义圈子中有影响力，但在学术社会学或经济学圈子中却只占据边缘地位。因此，问题不在于无政府主义社会学的存在，而在于它在学术界或专业社会学家中获得的认可、接受和合法化。奇怪的是，格雷伯甚至忽略了无政府主义社会学家的贡献，他们成功地将无政府主义理论引入了学术界，比如劳伦斯·蒂夫特和杰夫·法雷尔，这只是其中的几个例子。




当我们回到人类学时，情况也是如此。格雷伯(2004:38)声称“无政府主义人类学并不真正存在”，然后把为这样一个理论和实践体系奠定基础作为他的任务。然而，格雷伯的这一主张，甚至把自己塑造成纠正这种局面的人，对哈罗德·巴克莱(Harold Barclay)等人是一种伤害，后者几十年来一直不知疲倦地在公认的学术界建立无政府主义人类学。奇怪的是，巴克莱这个名字并没有出现在格雷伯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中。




然而，在这一点上，我要指出，鉴于格雷伯希望看到无政府主义在学术界得到认可的愿望，许多无政府主义者都非常善于发展超越主流社会科学的分析。事实上，这就是我所说的建设性无政府主义理论家的宝贵贡献，从古斯塔夫·兰道尔到保罗·古德曼再到科林·沃德。同样，问题不在于无政府主义理论或理论家的缺失，而在于学术界对这些理论和理论家的接受程度。这正是格雷伯深深担忧的，但我不得不问，这种担忧是否被过分强调了，如果不是错位的话。










妖魔化




当然，毫无疑问地提倡无政府主义理论进入学术界，就是对学术知识生产中涉及的危险和过程进行不加批判地呈现。贝丝·哈通（Beth Hartung）在一篇更早、更不乐观的文章中描述了无政府状态与学术界的互动，她发出了这种谨慎的声音：“一旦一种理论从街头或工厂被引入学术界，就有可能颠覆革命性的潜力……换言之，知识变成了技术”（Hartung，1983:88）。




正如默里·布克金（Murray Bookchin）（1978:16）同样认为的那样，学术著作经常将社会运动的观点和实践，如无政府主义，重新表述为“高度形式化和抽象的术语”。在布克金的观察近三十年后，纽曼和戴等自我认同的无政府主义者最近发表的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学术著作似乎确实延续了这种使无政府主义思想符合当时学术话语的风格和实质的做法。




即使受过社会理论研究生培训，熟悉这些文本中使用的语言，我也发现这些作品相当难以理解。它们是主要针对其他学者的文本，用学者最熟悉的专业语言几乎完全解决了学者关心的问题。这种做法与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共同的反先锋主义承诺相矛盾。




一些人试图为这种语言的使用找借口，他们认为，要解决思想的复杂性，需要一种复杂的语言，而不仅仅是更脚踏实地的表达的语法。虽然这对主流学者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好的立场，但我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必须更加努力地打破学术话语的排他性。










走近学院




正如格雷伯(2004)所指出的那样，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知识分子的作用绝不是形成一个精英阶层，试图通过正确的政治路线或分析来领导群众。格雷伯(2004)认为，学术界可能会从与无政府主义的知识生产和共享方法的接触中受益。在他看来，这样的接触将使社会理论沿着直接民主实践的路线重新塑造。这种方法，借鉴了最新社会运动的实际实践，将鼓励超越中世纪大学的实践——看到“激进”思想家“在昂贵的酒店会议上进行智力斗争，并试图假装所有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革命”(格雷伯，2004)。从社会运动中汲取的方法，除了拒绝“赢者通吃”的尝试之外，也可能允许超越“伟大思想家”的知识方法。




然而，我不相信无政府主义者把精力花在以这种方式改革学院上是最好的。真正的问题是存在一种等级和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这种结构将知识生产分开并提升，从而再现了大学作为排他性和特权机构的存在。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主要是通过反种族主义研究人员的辛勤工作，已经有了更多的参与性和基于社区的研究。与坐在扶手椅上想象的宏大理论，以及调查、统计和社会学科的社会科学相比，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与此同时，所有这些新的研究，无论如何“以社区为基础”，仍然发生在知识生产的专制和不平等的政治经济中，并受到其存在的制约。与几十年来几千名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存在相比，一百或一千多名无政府主义教授出现在神圣的大厅里并不能改变这一点。




我担心的是，无政府主义者进入学院可能只是复制、加强甚至合法化了学院的政治和经济结构，而不是推倒城镇和大学之间、头脑和双手之间、学术和业余之间的墙。这无疑为那些喜欢吹嘘学术自由和新自由主义大学的开放性的保守派学者的主张增添了一些光彩：“看，我们不排斥任何人。我们甚至允许无政府主义者有一席之地。”




当然，更重要的是，当无政府主义者通过“出版或消亡”的晋升压力和对终身教职的追求，开始将无政府主义塑造得符合学术知识生产的语言和期望，而不是相反时，会发生什么。这是学术马克思主义的致命缺陷之一。把人民的一种语言，从他们的斗争和愿望中产生出来，变成一种遥远的、抽象的、人民无法接近的东西，它们现在已经变成了被动的研究对象或“社会指标”，它们根本就没有出现。许多学术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宏大理论的另一种变体，有点像室内游戏，也许因为其思想而令人兴奋，但很少受到社会关注。同样的事情会不会发生在无政府主义身上？一些批评学术启发的“后无政府主义”的人可能会认为，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后无政府主义”试图将无政府主义理论与深奥的后结构主义哲学融合在一起。




当然，借鉴社会科学的成果是有价值的，例如，为无政府主义思想提供信息。即使是主流社会科学也可以提供重要的信息和分析，帮助无政府主义者检查、理解、批评和改变社会。从克鲁泡特金到勒克吕（Reclus），再到保罗·古德曼和科林·沃德，无政府主义者的作品都显示了与学术研究接触对无政府主义理论发展有益的方面。同样，历史学家也提供了许多令人惊叹的作品，提供了对无政府主义运动的见解，否则这些见解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毫无疑问，历史学家的著作对最近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做出了最大和最长期的贡献。










结论




总的来说，重点应该仍然是利用学术工作来为无政府主义分析提供信息和丰富内容，而不是利用无政府主义的分析来支持与人们生活几乎没有联系的学科或理论立场。就社会理论而言，我认为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科林·沃德(Colin Ward)、默里·布克金(Murray Bookchin)和霍华德·埃利希(Howard Ehrlich)等理论家所做的工作为“实地”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提供了更多的帮助。这些人可能在大学接受过培训，但他们始终以引人入胜、通俗易懂的方式提供复杂的分析。无论是从他们的分析的适用性，还是从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和关注点来看，情况都是如此。




无政府主义学者的主要方向必须是积极参与反对资本主义和国家的斗争的无政府主义运动。而学者们则在追求自己的兴趣，通常是非常个人的兴趣。无政府主义学者需要认识到，当他们做学术工作时，其中大部分涉及对社会斗争贡献不大的“部门工作”或“专业发展”，其他人正在照顾组织工作(他们可能正在理论化)。这并不是说无政府主义学者不能在完成工作的同时为组织做出贡献，而是呼吁人们记住劳动分工。




我想指出的是，我绝不是在批评那些选择教授职业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代表某种出卖或妥协的观点是荒谬的。相信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还有更糟糕的工作，接受一份薪水、福利和总体上体面的工作条件并不可耻：当然，只要你不成为一个学术老板，有教学和研究助理为你工作。我更关心的是，在学院内创造一个空间是否被视为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首要任务，或者是否占用了活跃而有思想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不那么排外的环境中工作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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